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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认知符号学认为，人类所有的认知活动都发生在符号系统内部，即所有的认知过程

都是符号过程，反之亦然。转喻符号是由形式、事物和概念构成的三维实体;转喻意指跨越形式世
界、事物世界和概念世界三个本体域;转喻表征是语言、现实和思维三者之间的互动与整合。从认
知符号学的维度探讨转喻与话语的关系有助于人类全面和深刻地理解转喻的认知基础和运作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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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喻作为人类语言和思维的普遍现象，是近年来认知语言学界的研究热点。长期以来，转喻的探索
经历了传统修辞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等多种研究方法。但是，以往的研究
成果更多关注的是转喻在词汇层面的作用，而对于转喻的话语功能的探讨尚显不足。本文立足于跨学
科的研究视角，结合认知语言学和符号学的研究成果，强调只有将转喻置于话语分析的框架中，其认知

基础和运作机制才能得到更加充分的理解和全面的揭示。

一、转喻是意指过程

哲学家皮尔斯( Peirce) 提出了符号系统的三元关系理论，他将符号系统看作是密切相关的三个元
素即符号形体、符号客体和符号释义构成的三元关系模型，符号必须在三者的相互作用中才能被理
解
［1］。具体说来，符号形体是符号所呈现的形式，符号客体是符号形体所代表的事物，符号释义是对符
号的解释。符号的意义不在于符号本身，而在于对符号的解释。符号过程是一种行为或影响，是符号形
体、符号客体和符号释义三者之间的协作与互动，这种三元关系决定了符号过程的本质。符号的动态性
是符号和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符号学与认知科学两者关联的基础。奥格登( Ogden) 和理查兹
( Richards) 用符号三角模型表示皮尔斯的三元关系符号系统，他们所使用的术语是符号、所指物和思维
( 或所指) ［2］，三者分别与皮尔斯的符号形体、符号客体和符号释义相对应。

符号学理论涉及人类社会所有的自然现象，包括语言及图像、音乐、舞蹈和艺术等非语言领域。人
类对转喻符号的关注最早出现在柏拉图( Plato) 对符号的任意性和本质的讨论; 德谟克利特( Democri-
tus) 也借用转喻来论证符号的任意性;皮尔斯区分出三种不同类型的符号:相似符号、索引符号和象征
符号，隐喻属于相似符号，转喻属于索引符号［1］。可见，皮尔斯的符号学原理蕴涵了转喻现象与符号产
生机制的相通之处。意指是符号的意义，包括意义的生成过程及所生成的意义，它以思维和推理为基
础。转喻在人类思维和推理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转喻是两个实体之间的一种蕴涵关系，是其中
一个事物通过某种关系( 邻近关系或因果关系) 产生其自身意义之外的意指过程。基于本体论，瑞登
( Radden) 和考维克西斯 ( K·vecses) 区分出三种不同类型的本体域: 形式世界、事物世界和概念世
界
［3］，分别对应奥格登和理查兹提出的符号三角模型中的三个实体: 符号、所指物和思维。转喻过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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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包含意义转移，它还是连接不同本体域的认知过程，发生在概念层次( 如范畴化、原型、思维、推理) ，
涉及自然语言的各个方面( 如词汇、短语、句子、段落、篇章) ，具有不同的语言功能( 如指称、叙述、言语
行为) 。瑞登和考维克西斯还发现，处于相同符号单位且属于不同本体域的实体所构成的理想化认知
模型生成符号转喻和指称转喻，处于相同本体域且属于不同符号单位的实体所构成的理想化认知模型

生成概念转喻
［3］，如图 1 所示:

图 1. 符号转喻、指称转喻和概念转喻

图中箭头 ( 1 ) 表示符号转喻，箭头 ( 2 ) 、
( 3) 、( 4) 表示三种不同类型的指称转喻，箭头
( 5) 、( 6) 、( 7) 、( 8) 表示四种不同类型的概念
转喻。因此，在认知符号学的视野中，转喻是
构成形式、事物和概念三者关系的一种方式。
也就是说，转喻类似于符号，它是包含形式、事
物和概念的三维实体，其中的形式对应皮尔斯

符号系统中的符号形体，事物对应符号客体，概念对应符号释义。

二 、转喻是表征过程

卡宁汉姆( Cunningham) 继承了皮尔斯的符号学观点，主张认知是符号的作用或者符号化，通过符
号构建结构或经验

［4］。人类所有的认知活动( 如体验、感知和表征) 都发生在符号系统之内，所有的认
知过程都是符号过程。根据本体论，表征是描述和解释概念本质的一种方法，人类的语言和思维皆产生
于表征系统内部。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与表征的概念有相通之处，与人类的认知密切相关。皮尔斯指
出，“表征即替代;换言之，在处于某种关系的两个事物中，某一个体出于某种目的认为其中一个事物等
同于另一个事物。”［1］由此可见，皮尔斯将表征界定为表征的解读者对符号的认知操作，或者符号与物体
之间的关系。从认知符号学的角度看，现实世界通过符号形式得以表征，表征通过符号系统而产生。在
认知和符号的视域中，概念形式是第一位的，而不是物质形式。
转喻不是边缘化的语义现象，而是意义得以表征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艾尔 － 沙拉菲 ( Al －

Sharafi) 认为，转喻意指是能指体现与它以某种方式联系的所指的表征过程［5］。表征是转喻的功能，转
喻表征是语言、现实和思维三者之间的互动与整合。转喻意指表征通常由邻近性和因果性两个原则体
现，邻近性原则体现“部分代替整体”和“整体代替部分”两种转喻关系，因果性原则体现“原因代替结
果”和“结果代替原因”两种转喻关系［5］。
转喻意指表征符合人类对百科知识结构的普遍理解。根据经验现实主义哲学观，人类的百科知识

来自对世界的体验，百科知识在帮助人类理解日常的话语交际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人类理解话语之
所发生就是理解世界之所发生，可以说，话语理解主要是建立在人类对世界的体验，而源自体验的百科

知识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典型情景的心理表征。在话语生成的过程中，心理表征可以预测某个话语所
描述的特定的情景内容。人类大脑通过接受话语中的关键词语或语境的刺激，激活人类的百科知识，并
凭此解读话语的意义。约翰逊 －莱尔德( Johnson － Laird) 也指出，“与随机组合的句子不同，话语连贯的
充分必要条件是建立该话语的心理模型。”［6］人类借助高度抽象化的心理模型对人类经验进行分析和解
释。人类通过对世界的体验而产生心理表征，心理表征在呈现物体、事件、状态、顺序、世界情景、社会和
心理活动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布朗( Brown) 和于勒( Yule) 通过对话语理解的心理学研究发现，在某个
特定的情景得到描述后，心理表征可以解释话语的接受者能够预测并可及的信息［7］。心理表征的特点
是作为一个完整的规约知识，以特定的组织方式储存在人类的记忆中。此外，话语的心理表征在人类大
脑中不是一次形成的，而是需要经过若干阶段的尝试和纠错［8］。
艾尔 －沙拉菲认为，百科知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区分为两大类:描述性知识( 何物) 和程序性知识

( 如何) ;对于描述性知识的理解，人类通常借助邻近性原则来解释话语中各元素之间的关系;对于程序

性知识的理解，人类通常借助因果性原则来解释话语中各元素之间的关系［5］。如前所述，邻近性原则由
“部分代替整体”和“整体代替部分”两种关系体现，因果性原则由“原因代替结果”和“结果代替原因”
两种关系体现。因此，百科知识的转喻表征模型如图 2 所示:

三、话语是符号构造体

目前，符号学和认知语言学都有朝向话语分析领域发展的趋势，而认知符号学更是将话语看作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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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研究领域和探索目标。可以说，没有话语就没有社会现实，不理解话语人类就不能够理解世界和人

图 2. 百科知识的转喻表征模型

类经验，甚至人类自身。

一般来说，符号学是关于不同形式的表

征和意义的生成，其中以话语形式最为常

见。宽泛地理解，话语可以体现为语言或非
语言的形式，存在于口语或非口语的媒介

中。话语是在特定的交际媒介中构建和理
解的符号集合，并与某种语类相关。因此，
话语是符号分析的基本单位，符号学的一些

理论可以应用到话语分析中来。
皮尔斯认为，只有当世界和人成为符号并且体现为话语的时候，意指才能产生［1］。冯塔尼尔( Fon-

tanille) 指出，意指过程的系统化是话语的特征，也就是说，话语的发展是系统性的，呈现出一个有序的
意指排列，符号系统从最简单到最复杂得以流畅地表达; 话语不仅允许人类去理解固定的和常规的符

号，还有符号行为本身，因此话语也是行为的体现［9］。话语不是提供人类语言能力的自动装置，而是表
达话语的人类存在或者能感知的实体。人类在处理话语的时候，能够意识到话语中固定的和常规的东
西不仅仅是独特的符号，话语的特征还包括全局规划人类的经验与知识表征的能力。
索绪尔( Saussure) 最早提出符号系统的轴列关系，即横组合关系和纵聚合关系。横组合关系是指

各个语言符号之间的线性关系，纵聚合关系是指可能出现在同一个位置且功能相同的各个语言符号之

间的垂直关系，轴列关系描述了符号系统的运作机制。雅格布森( Jakobson) 最早将隐喻和转喻放在符

图 3. 隐喻符号和转喻符号的轴列关系模型

号的轴列关系中，并研究两者在话语构建中的不同功

能，见图 3:
雅格布森发现，“话语的发展可以沿着两个不同

的语义途径:一个主题可以通过与另一个主题的相似

性或邻近性而展开。隐喻方法是产生相似性的最适
当的术语，转喻方法是产生邻近性的最适当的术语，

因为两者分别以最简练的方式表达了相似性和邻近

性。”［10］换言之，雅格布森将隐喻和转喻看作是两个基
本的意指过程，话语信息是通过横向运动的转喻关系和纵向运动的隐喻关系的相互作用而建立起来。

然而，以巴塞罗那( Barcelona) 为代表的一些认知语言学家却认为，转喻对人类语言的产生比隐喻更具
有本源性

［11］。

四、话语是认知构造体

认知语言学不仅是关于词汇、句法、语义和语用的理论，还涉及语言结构的话语层面，包括话语生成
和话语理解。认知视角的话语分析以人类为中心去探索话语交际活动的心理表征。

认知语言学认为，概念系统基于人类对世界的感知和对世界的范畴化。在不断地观察世界和作用
于世界的过程中，人类对世界中的实体产生深刻的理解，人类对世界的经验也随之反映在人类的语言和

思维中。在理解口语和书面语时，信息不仅被复制到人类的大脑，人类还积极地构建各种认知表征。认
知表征不仅与词汇、句法、语义和语用相关，还与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等其他方面相关。在话语的生成
和理解过程中，每一种认知表征的功能都同等重要。人类大脑中的认知表征细致丰富，因为它们与人类
记忆库中存储的经验或百科知识密切相关。百科知识的表征是相互关联的概念、命题和事物所构成的
网络。因此，话语理解就是在人类的记忆库中检索已存储的知识，并将它们与所需要处理的话语联系起
来。

一直以来，认知语言学侧重研究语言意义的概念层面和语用层面，但是还仅仅限于单独的句子或简

单的命题，而不是较大的话语单位。一般认为，话语的恰当形式就是话语的意义，尤其是组成话语的句
子意义是否彼此相关并构成连贯的信息，连贯的话语需要来自并通向连贯的表征。诺特( Knott) 的研究
对话语分析和认知语言学两者的密切关系进行了概括

［12］: 第一，人类的大脑对世界的范畴化是无意识

的。日常语言中的表达法已经提供人类的大脑运作机制的实证。例如，人们选择使用某一个连接词对
相关事件进行范畴化，这可以看作是解释语言使用者思维方式的范畴化行为。第二，语言结构和语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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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应该同等对待，而不是将两者截然分开。作为一个理想的语言结构层面，话语恰如其分地提供了进一
步的证明。话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呈现出通常认知现象才具有的连贯性，而这一点与话语本身的形
式无关。

五、转喻与话语的符号 －认知模型

话语的构建与解读是通过语言、语境和认知三者之间的互动而产生。话语不仅是语言衔接手段的
产物，还是人类的预测、期待和协调等一系列认知操作的意义生成过程。如前所述，转喻系统的三元关
系模型的元素与符号系统的三元关系模型的元素互动产生转喻符号意指，图 4 是转喻、符号和话语三个

图 4. 转喻、符号与话语的互动关系模型

三元模型的整合，表明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

转喻与话语的符号 －认知模型是基于瑞
登和考维克西斯提出的本体转喻的三元关系

模型，即转喻表征体现了形式 ( 或语言) 、事
物( 或现实) 和概念( 或思维) 三个本体域，三

者之间以转喻的方式形成符号和认知的互

动，使话语交际成为一个动态的整体，其中蕴

涵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的结构相关的转
喻表征过程。因此，在认知符号学的框架中，

转喻对话语衔接和话语连贯的构建是通过两个不同层面的连结实现的。话语衔接是通过四种不同的符
号 －形式连结( 形式代替形式、形式代替事物、形式代替概念、概念代替形式) 而实现;话语连贯是通过
四种不同的符号 －认知连结( 概念代替概念、概念代替事物、事物代替概念、事物代替事物) 而实现，符
号 －形式连结( 即话语衔接) 是符号 －认知连结( 即话语连贯) 的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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